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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大用教授和我组编的六卷本《李景汉文集》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正式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新书发布会上，我作为组编工

作的参与者有一段发言引起了不少共鸣。我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

的前辈学者，李景汉先生的诸多学术特质已经化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甚至全

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但是客观来说，李景汉先生仍是一位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被

严重低估了的社会学大家，关于他的研究还不多，他的光彩和丰富‘面向’往往

被‘遮蔽’和‘简化’了。我们希望藉由《李景汉文集》的出版，学界能够更多

的关注李景汉先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学术传统！”这番话表达了在过去三年多时

间里，我在整理李景汉先生留下的大量一手材料和学术文献过程中的深切感受。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门类的社会学来自于西方，而李景汉先生正是我国第一代专业

社会学家的重要代表。站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百年历史的角度，更能够看到他的卓

越贡献和多重价值。 

 

《李景汉文集》，洪大用、黄家亮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第一

版，1688.00 元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者 

李景汉先生 1895 年生于北京通州，1917 年赴美留学，先在波莫纳学院

（Pomona College）、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专攻社会学及社会



调查研究方法。1924 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开始了其 62

年之久的学术生涯。 

 
李景汉 

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李景汉先生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就是社会调查专家。他回

国后很快就开始投身于社会调查，此后社会调查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轴。实际

上，正是在他和同时期的陶孟和、陈达等人的大力推动之下，一时间扎根中国社

会开展社会调查成为社会学界的一种潮流、一场运动，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的

一个重要传统。而在社会调查运动之中，李景汉先生是起步最早、用力最多、持

续时间最长的一位社会学家，被誉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张世文语）。 
李景汉先生一生所从事的社会调查主题众多、地域广阔，在编辑《李景汉文

集》时，我们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1、北京调查。北京社会调查是李景汉先生社会调查事业和社会学研究的起

点。1924 年，他学成回国后即出任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Gamble）创办

的北京社会调查社的干事，并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26年，他与陶孟

和、陈达等一起组织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并任主任。在这一时

期，他开展了包括人力车夫劳务及生活水平、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底层百姓生

活费、郊外乡村家庭、妙峰山香客、天桥艺人等方面的调查，出版了《北京人力

车夫现状的调查》（1925）《妙峰山朝顶进香调查》（1925）《二十五年来北京

生活费的比较》（1926）《北京拉车的苦工》（1926）《北京无产阶级调查》（1926）

《北京的苦相》（1927）《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等众多脍炙人口的调

查报告。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北京郊外乡村家庭的调查，在 1926-1927 年期间，他

指导 10 余名学生对郊外的挂甲屯村、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东村等村庄的农户

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这是他第一次开展乡村调查，也是他之前主要从事城市

调查和之后主要从事乡村调查的一个转折点。这次调查的成果《北平郊外之乡村

家庭》被著名社会学家张世文先生评价为：“国人第一部有系统的和较为完整的

农村家庭调查报告，对我国社会学界，尤其是农村社会学有很大影响”。新中国

成立后，他又回到了当年调查过的村庄进行回访，《人民日报》在 1957 年春节

期间连续三天刊载了他题为《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的长篇调查报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查，写成了《北京郊区乡村

家庭调查札记》一书。由于种种原因，该书在 1981 年才由三联书店公开出版。 



2、定县调查。北京调查为李景汉先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声誉，正

是有了这些基础，他于 1928 年被晏阳初聘任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

调查部主任。从 1928 年到定县开始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

的工作，到 1935 年离开定县到清华大学担任社会系教授，前后共七年时间。也

正是这七年的定县调查，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定县调查是我国历史上首

次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里

程碑式的地位。该调查的主题众多，包括当地的地理、历史、县政府以及其他地

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风俗与习惯、信仰、

财税、县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方方面面。调查成果也

十分丰富，仅仅以著作形式出版的就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经济调查一

部分报告书》《定县秧歌选》《定县须知》《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定县地方

自治概况调查报告书》等，以及大量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当然，正如李景汉

先生自己所说的那样，定县调查成果公开出版的只是一小部分，在那个战乱不止、

风雨缥缈的时代，大量的调查资料并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 
3、边疆调查。抗战时期，李景汉先生随清华大学转移到云南后方，任教于

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这一时期，

他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开展社会调查，他担任了云南省社会处编写的《昆明市志》

顾问，主持编写了《呈贡县志》，主持开展了昆明四县农业人口调查和呈贡县人

口普查。此外，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凉山罗罗氏族、摆夷族等少数民族的生

活习俗。这一时期的调查虽然不像定县调查那样系统，但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这

一时期，他与陈达先生、戴世光先生一起成为被誉为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

“三驾马车”，他们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被称为“文庙学派”或“人口统计学派”

“社会人口学派”“实地调查学派”，与在同一地域的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魁

阁学派”并立，成为学术史上一段佳话。 
无论是早期的北京调查，鼎盛时期的定县调查，还是后来的边疆调查，都体

现了李景汉先生对社会调查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这源于他在留学期

间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学习期

间，有一天上社会问题研究课讨论有关各国男女人口的问题，教员突然问及中国

男女人口的性别比，由于当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只得答曰不知。又问

到中国的人口数字，因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人口普查，多少年都是一个四亿五千万

的估计数，他又无言以对。后来又问到中国工资涨落指数、中国土地分配等问题，

情况也是一样。而询问到同班的日本人、印度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等，都能

有根有据地加以回答。这使他在课堂上局促不安、如坐针毡，爱国心受到了深深

的刺激。 
他把这种中国人不知中国事，以及我国不重视统计调查的情况，看作是国耻。

正因如此，他在学成回国后给自己立下了“三不”的戒条：一不做官，二不经商，

三不给军阀当爪牙。他的志愿就是毕生搞社会调查，把中国的基本国情搞清楚。

也正是因为将社会调查作为自己信仰，他能够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从事着在

别人看来是枯燥无比、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甘之若饴。在定县调查时，有朋

友看到整天从事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工作，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

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又有人不无讽刺意味地给



先生一副对联，上联是“座上无鸿儒”，下联是“往来尽白丁”，先生丝毫不为

所动，还自己加上横批“我行我素”。 

第一代专业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 

李景汉先生不只是一名卓越的社会调查专家，也是一名有着深刻理论洞见的

社会学家，是第一代专业社会学家的杰出代表。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提出了

大量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不仅有力地支撑了当时的社会改造实践，即使在今天仍

不过时。 
他强调要为了解决问题、为人类谋福利而调查，反对为调查而调查。他说，

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

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

他认为要改造社会，必先走进社会、认识社会，“我们坚强的相信，谁认清了现

实，谁就是时代的主人、时代的向导；谁远离了现实，谁就是时代的附庸、时代

的渣滓。”定县调查就是通过对一个县域社会系统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找

到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以可靠的资料分析了“愚、贫、弱、私”

各种现象的构成要素及背后原因，然后将根据调査与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建议供

给“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负责者，使他们计划实验或推进工作时有参考

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 
在 1937 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他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他对中国

农村问题的看法，很多观点是都是领时代之先的。如他提出：“农村问题是中国

社会问题的中心问题。中国以农立国，因此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建筑在农村，农村

社会是中国社会的重心。我们要想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必先解决中国农村问

题。”他还明确提出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是密切相连的，他说：“农

村问题之解决的主要目标，是为着大多数农民问题之解决”，“所谓救济农村,

改进农村,是要救济大多数农民的痛苦,改进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使大多数农民或

说所有农民得到经济上社会上的平等地位”，他将农民平等地位的获得作为农村

改革的根本目标，认为“若此根本的目标不定,则任凭生产技术如何改良,农业生

产如何增进,也不过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属于农业问题的范围,而与农民问题之解

决无大关系”。可见，早在上个世纪 30年代，李景汉先生就较为明确地提出了

“三农问题”，特别是尖锐地提出农村改革到底是为了谁这个涉及生产关系的根

本性问题。 
李景汉先生还强调农村问题“是一整个的问题”，他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土地问题为农村问题的根本问题”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土地问题

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

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

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小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

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

很可以从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这些观点跟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高度一

致的，其高度远远超出了当时乡村建设学派等其它各种政治势力对中国农村问题

的认识。 



在定县人口调查的基础上，李景汉先生提出了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

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且“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等主张。这是

国内学者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最早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 

社会学本土化的积极倡导者 

李景汉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中国主体意识的社会学家，通过社会调查推动社

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他的既定目标之一。他也是中国最早提出并实践“社会科学

本土化”的社会学家之一。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学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基本还停留在

用西方语言来介绍西方的案例和理论的阶段，以至于费孝通先生后来回顾说：“65

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史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

事”。按照李景汉先生的描述，那时的中国社会学课堂上，“所用的社会学课本

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缺少本国的材料，尤其是有系

统的材料”，而社会学要实现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有中国本土的材料，

“如此才能根据中国社会之事实材料渐渐产生中国的社会科学”。他的调查尤其

是定县调查，给中国社会学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尽管有学者对于李景汉这种“在报告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的

社会调查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不是“社会学调查”而只是“社会调查”，但客观

来说，这种“社会调查”对于当时本土材料极其稀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是有独特

的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社会学本土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同时期的梁漱溟、

晏阳初、费孝通等学者，在开展他们的研究、提出他们的理论时，都曾以定县调

查的资料作为他们的核心证据。今天，我们来看待这种争论，答案就更加清楚了。

李景汉先生所留下的丰富的调查资料已成为我们认识传统乡村最重要的资料之

一，不少研究者利用这些资料开展有关研究，如黄宗智在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

杜赞奇在研究华北的基层治理时，都大量使用定县资料。 
李景汉先生还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有明确方法自觉意识的社会学家之一。他

崇尚社会调查，但并不迷信任何一种具体的调查方法。他在年轻时就“立志把所

学得的现代社会调查法结合于中国之实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调查法”。

他强调：“真要把社会调查作得通办得成功，达到可靠圆满的地步，非得注重一

点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

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

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

精通高深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无济于事，倒

许贻害。” 
李景汉先生强调，“若要获得民间的事实,必先得到农民的信仰”，要得到

农民的信仰，必须“与农民打成一片”，即“先农民化，而后才能化农民”。“与

农民打成一片”，说说容易，但要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起初你愿和他打成一

片,他却躲避，不愿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后来他愿和你打成一片时，你又受不了，

不愿和他打成一片了。刚刚到定县时，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初

到翟城村时，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

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



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得有多少细菌。

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

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

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刚到农村调查时，老百姓对他们的动机是非常怀疑的，因为他们表现得很热

情，有人怀疑他们是来传教的；因为他们总是问别人家里的人口、收入等信息，

有人怀疑他们是来抓壮丁的或者是政府派下来查偷税漏税的。为了让老百姓“不

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直至最后主动配合调查，他进行了大量艰苦

卓绝的探索，最后形成了一整套实地社会调查的方法。如充分调动当地的资源，

通过办平民学校，建立起在地化的调查网络；通过使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挂图、

漫画等形式向他们宣传社会调查的重要性；运用放电影、演戏剧、搞各种文艺活

动的机会，向老百姓宣传为什么要做社会调查。在问卷设计等方面，他们也下了

很多功夫。 
可以说，定县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关于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持续时间

最长、范围最广、也最为系统的一次探索。正因如此，当时国内社会学界的权威

学者孙本文先生对该调查给予了高度评价：“《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不仅是一种

调查报告，而且在调查方法上有极大贡献。我们可以称李氏为国内有数的社会概

况调查专家，为在此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其实，在定县调查之前，在做北京

调查时，李景汉先生就已经探索出运用“记账法”来记录百姓收入消费情况等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方法。 

社会学追踪研究传统的奠基者 

长期以来，社会学被人诟病的一个缺点就是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只关注现实

社会，而缺乏对社会现实历史演变脉络的分析。近年来，找回学术研究历史视野

的呼声，在我国社会学界越来越高，一些教学科研单位也对历史上的各种经典研

究进行回访，开展追踪研究，如费孝通先生开创的江村调查、林耀华先生开创的

金翼黄村调查、美国学者葛学溥开创的凤凰村调查，以及杨开道、许世廉等开创

的“清河实验和清河调查”等传统，都得到了较好的延续。 
李景汉先生是我国社会学追踪研究传统的奠基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有二：

首先，他从 1956年开始，历时两年，对自己上世纪 20年代调查过的北京郊外农

村开展追踪研究，写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和《北京

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这是我国社会学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追踪

研究之一。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所开创的定县调查、北京乡村调查、底层市民

的社会调查都为后来的追踪调查确定了“基线”，开创了这些领域的调查传统，

成为后人开展追踪调查的宝贵资源。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先生所调查过的定县、

京郊四村、妙峰山、天桥等地都进行过长期的追踪调查，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因篇幅原因，这里仅介绍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定县的追踪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李景汉先生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

调查研究室首任主任。1984 年，郑杭生教授受命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

所时，聘请李景汉先生为顾问。该所一成立就开始发掘李景汉先生的学术价值。

在郑杭生教授的主持下，先后于 1985 年 1月 22日召开了祝贺李景汉教授从事社



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60周年暨 90寿辰座谈会，1986年 3月正式出版了近千页

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重印本。1985 年，李景汉先生通过法律公证的形式将

其所保存下来的所有资料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委托郑杭生先生

整理、选编、出版他的著作。这一批资料中，就包括历经半个世纪风风雨雨而保

存下来的部分当年定县调查的资料。 
本世纪初，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郑杭生先生开始筹划开展新时期的定县

调查。2003年“定县再调查”项目正式实施。调查持续 6年，先后有近 20 名青

年学者参与了本次调查。调查的主题非常多元，除了全县范围的概况调查外，还

涉及农村集市、土地、家庭、消费、疾病、职业、民俗、纠纷、社会动员、农民

合作、社会组织等等。调查的主要成果包括《华北农村八十年的社会变迁——定

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翟城：一个华北乡村的生存与奋斗》（六集学术纪录

片）《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定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

北翟城村调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现代性变迁——以失地农民为例》《社会转

型加速期华北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以及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十余本尚未出版

的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 
2015 年开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洪大用教授又组织了新一轮的定

县追踪调查，我本人有幸担任本次调查的执行负责人。本轮调查围绕乡村社会治

理，深入研究近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深层机制和逻辑，旨在探讨在现代化

的不同阶段（现代性因素进入前、20 世纪前半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新时期）、不同制度框架和制度环境下（如传统小农经济社会、计划经

济和集体化体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村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农民需

求、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以及治理模式，并进而对西方治

理理论及框架进行反思。目前，该项目尚在开展过程中，从项目立项开始，我们

已经组织了多种形式、系统化的社会调查，由“点”到“线”再到“面”，逐步

深入，逐渐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调查体系，已形成了数十篇基于本次调查

的学术论文。正是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整理出版了 300 余万字的《李景汉

文集》，另外，六卷本的“定县追踪调查系列丛书”也即将出版。 
百年社会学的历史曲折绵延、积水成溪，行至今日已到了自主创新、繁荣发

展的新时期。此时此刻，我们回眸历史，更能客观地看待一代代学人所走过的道

路和所做出的贡献。其中，李景汉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开拓者的形象也越来越清

晰，这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